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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由“分析式”向“生成式”跃升,其主体性愈发凸显。 与之伴生的透明度遮蔽、可控感弱化与

责任归属模糊,深刻冲击了人机协作的关系范式与信任结构。 本文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体性主要体现

为交互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其演化过程催生了“交互 - 透明”“自主 - 可控”和“创造 - 责任归属”三组张力,
引致黑箱焦虑、失控信任和责任悬置三大现实困境。 为化解这些矛盾,本文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提出技

术路径与社会路径的协同治理策略,包括倚赖可解释性 AI 与知识中介机制重建透明度,借助参与式设计与反

馈机制增强可控感,以及藉由责任共享与问责机制明晰责任边界,从而实现技术创新和信任建构的动态平

衡。 本文深化了对技术与社会系统共构关系的哲学反思,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设计优化与治理制度化提供

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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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式人工智能(GAI)深度嵌入于人类社会经

济场景,其主体性( agency)逐渐成为理论争议和实

践关切的焦点议题 [1] 。 一方面,GAI 展现出许多原

本被视作人类独有的能力。 例如,大语言模型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识别人类意图、模拟人类思考、生成创

造性内容等。 这种主体性不仅提升了人工智能的交

互智能和认知灵活性,更为人类认知突破提供新路

径。 另一方面,GAI 的生成逻辑和生成内容包含事

实性错误、推理偏差或道德冲突等现象频发,引发了

信任脆弱和伦理争议。 例如,GAI 生成的虚假新闻、
歧视性言论和版权争议,均体现了主体性增强伴随

的失控风险和责任困境。 这表明 GAI 的主体性强

化既是技术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风险的导火索,使
得人类对 GAI 的依赖性和不信任并存,技术的赋能

潜力与失控风险形成了张力关系。
现有研究表明,GAI 的自主性与人类信任依赖

间存在双重效应 [2] :GAI 的自主性增强了任务完成

高效和自适应性,通过自动决策、动态生成和自学习

能力,能够在复杂场景中做出超越人类能力的判断,
助长人类对其依赖性。 然而,GAI 的自主性也带来

决策路径的不可解释和生成结果的不可预测性,一
旦 GAI 行为偏离人类预期或违背伦理规范,人类信

任便会迅速崩塌。 信任是一种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的社会机制,当人类的认知无法完全理解某一系

统的行为逻辑时,便需要依靠信任来维系互动关系。
信任一旦被破坏,受信人将承受高昂的心理或行为

成本 [3] 。 藉由这一矛盾启示,本文的研究问题是:
GAI 的主体性伴随哪些矛盾张力? 如何应对这些张

力引致的挑战?
从关系本体论视角来看 [4] ,GAI 的主体性不应

仅被视为算法功能的进化,更应被视为技术与社会

系统的交互产物。 GAI 主体性的矛盾表现为“交互

性 - 透明度”张力导致的黑箱焦虑、“自主性 - 可控

感”张力导致的失控信任、以及 “创造性 - 责任归

属”张力导致的责任悬置。 针对上述挑战,本文提

出了三种系统性解决路径,包括可解释性 AI 与知识

中介机制、参与式设计与反馈机制以及责任共享与

问责机制,分别对应于“透明度重建” “可控感增强”
和“责任边界明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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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I 的主体性与双刃剑效应

1. 1　 GAI 的主体性:由“人类主体性”向“技术主体

性”转向

主体性定义为个体或实体在特定环境中执行有

意图的、自主行为的能力 [5] 。 主体性通常与人类思

考、行动能力和道德责任等议题密切相关。 然而,主
体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意识形态装置和权力

机制的隐性控制。 由此,主体性不再被视为完全的

“个体控制”,而被认为是由外部条件塑造和约束

的。 这些思想的转向为非人类主体性的探寻埋下了

理论伏笔。
近年来,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对“主体性”概念

的冲击逐渐突显 [1] 。 传统机械式人工智能被视为

“工具性智能”,其行为依赖于人类设计的规则和程

序,无法独立作出真正的决策,因此不被视作具备主

体性的行动者。 然而,随着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

的出现,GAI 展现出自发性、生成性等类主体性特

征。 例如,ChatGPT 能够在没有明确指令的情况下,
基于对语境的推理和对用户意图的预测,生成连贯

的文本和图像内容。 这种生成行为表现出的类自主

性,与人类的自主行动有一定相似性,甚至可能让人

类误认为 GAI 具有主观意图 [5] 。 因此,学界开始反

思 GAI 的新型主体性问题 [1] 。 例如,殷杰认为,GAI
展现出一种“交互主体性”特征。 具体地,GAI 以人

类语料作为基础驱动力,在交互状态下直接生成的

自主行动能力,既不是源自生物本能的生存与自我

维持,也不同于人类基于意向性的行为,更不是传统

人工智能基于外部规则的机械性反应 [1] 。 也有学

者从 规 范 性、 意 图 性、 自 愿 性 审 视 GAI 的 主 体

性 [5, 6] 。 例如,人工智能表现得仿佛拥有意图的社

会性以及目标导向的理性 [6] 。
本文认为 GAI 的主体性反映为交互性、自主性

和创造性三个特征。 交互性是 GAI 主体性的重要

体现,深嵌于 GAI 与人类交互过程中。 通过持续的

人类反馈和提示工程,GAI 的行为能够根据用户输

入实时调整,从而呈现出一种 “联合主体 ” 的 特

征 [1] 。 自主性是主体性的另一个关键特征。 人工

智能的发展方向一直与人类自主性对标,追求更加

自主的决策能力。 因此,GAI 的自主性体现于其能

够在未预设情境下生成新内容。 创造性则体现于

GAI 能够生成新颖、意想不到的内容。 这种创造性

不仅依赖于人类预设的目标或框架,还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对输入数据进行新解读和再创作,突破传统

逻辑的限制,从而主动探索新的思路,为人类提供新

的思想启发和解决方案。
1. 2　 GAI 主体性的积极效应:可供性视角

GAI 的主体性,本质上是一种潜在的行动能

力 [1] 。 这与可供性 ( affordance)概念高度契合。 可

供性最早由生态学家吉布森提出,指环境提供给动

物潜在的行动机会 [7] 。 这一概念而后在社会科学

领域得到扩展,用以描述技术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交

互作用 [8] 。 可供性是指人工制品所赋予行动者的

潜在行为可能性 [9] 。

图 1　 GAI 主体性的可供性机制

Figure 1　 The affordance mechanism of GAI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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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ptelinin 和 Nardi 参考人类活动系统中三个基

础要素(人类、技术和对象),区分了两种可供性路

径:一是技术相对于人类所提供的行动潜能,强调技

术如何为人类提供可能的行动路径,二是对象相对

于人类提供的行动潜能,强调人类所追求的目标如

何为人类提供行动空间 [10] 。 本文认为 GAI 的主体

性由构成可供性和建构可供性所显化:一是构成可

供性,即由 GAI 的特性所提供的潜在行动空间 [11] 。
其不仅关注技术特征,还考虑人类主体如何感知技

术及其与技术交互。 因此,构成可供性进一步区分

为感知可供性和操作可供性。 前者强调人类与技术

工具的认知交互,围绕期望目标挖掘潜在的行动空

间 [12] ;后者则强调技术的操作功能和实现潜力,使
得人类能够通过直接操作技术对象来产生期望成

果 [13] 。 二是建构可供性,即在人类与 GAI 交互中,
基于人类需求、意图和目标,通过调整和反馈 GAI,
主动构建新的意义和操作空间。 建构可供性关注人

类如何通过意义建构等高级认知活动,统合 GAI 及

其产物的功能状态和关系指向,从而赋予新的社会

功能 [14] 。 建构可供性进一步区分为情境可供性和

交互可供性。 前者指人类通过意义建构来获得 GAI
在具体情境下的社会性功能潜力 [15] ;后者是 GAI 在

承接人类认知意图的基础上,通过多轮交互迭代生

成成果的潜能,驱使 GAI 产物趋向人类目标需求,
甚至通过动态的生成机制和意义建构机制,创造出

超越人类期望的成果 [16] 。
(1)GAI 主体性的交互性特征:感知可供性和

交互可供性的双重赋能

GAI 主体性的交互性,通过感知可供性和交互

可供性两种机制,赋予高度互动的创造性空间,推动

了从工具性使用到共创性协作的范式转变。 从感知

可供性来看,一方面,人类对 GAI 进行认知性挖掘,
探索和感知 GAI 的功能潜力和功能边界。 另一方

面,GAI 依托自然语言处理和语义理解技术,感知和

解读人类输入的意图和指令,将用户的抽象需求转

化为可操作的行动路径。 从交互可供性来看,GAI
的互动机制是在与用户的持续互动中自我动态调整

生成逻辑和输出结果。 在人类反馈和提示的基础

上,人工智能能够调整生成策略、重新解读目标,并
在此过程中生成出更高质量的成果,甚至可能超出

用户的初始预期。 这种交互性赋予 GAI“共创”性

质,推动问题解决方案的不断演化,从而激发复杂问

题解决的创造性场域。 这种“共创”机制使人类不

必在交互初始明确所有细节,而是在与 GAI 交互中

逐步 澄 清 目 标 和 策 略, 动 态 调 整 和 优 化 政 策 方

案 [17] 。 因此,GAI 交互性通过感知可供性和交互可

供性的双重赋能,推动由工具性执行转向动态共创。
感知可供性确保人类对 GAI 潜力的认知和激活,而
交互可供性则支持人机协作的反馈迭代和自我

优化。
(2)GAI 主体性的自主性特征:操作可供性与

情境可供性的双重赋能

GAI 主体性的自主性,赋予了其在未预设情境

下的自主创新能力。 这种自主性的实现依赖于操作

可供性和情境可供性的双重赋能。 操作可供性赋予

GAI 从高度抽象的任务提示到成果的自动生成能

力,使其在不依赖用户的细节控制下,自主完成任务

链中的大部分操作。 人类的精力不再集中于具体的

操作步骤,而是转向对结果的审查和高层次的框架

调整,不仅显著降低了人类认知负担,还大幅度提升

了操作效率和任务的自动化水平 [18] 。
与操作可供性侧重的任务链自动化和代理性操

作不同,情境可供性则强调 GAI 的情境感知和多场

景自适应能力。 具体地,GAI 能够识别情境差异,使
生成内容与目标情境高度适配,减少人类二次调整

的工作量。 此外,情境可供性使 GAI 具备自我生成

和动态调整能力,尤其体现在数据驱动的生成建模

和创新性策略生成中。 通过生成对抗网络、无监督

学习等模型,GAI 在缺乏明确规则和标签的情况下,
自主发现数据潜在模式,并生成创新性成果 [19] 。 例

如,传统的药物设计依赖于已有的生物信息和化学

模型,而 GAI 能够通过自我学习,从海量的分子数

据中识别出新的药物靶点,并生成出前所未有的化

学分子结构 [20] ,加速药物研发进程。 因此,GAI 的

自主性不仅体现在其独立执行任务的能力上,更在

于其能够在未知情境中自主创新并调整策略,从而

提供新颖且高效的解决方案。
(3)GAI 主体性的创造性特征:交互可供性与

情境可供性的双重赋能

GAI 主体性的创造性可被视为其可供性外显化

过程或可供性 - 实现的动态过程 [13] 。 创造性的实

现依赖于交互可供性和情境可供性的相互作用。 从

交互可供性来看,GAI 的创造性来源于多轮反馈生

成的交互机制。 一方面,GAI 通过多轮人机对话,在
符号的重组、语境的变迁和生成策略的偏移中,不断

实现创新突破 [21] 。 另一方面,触发认知突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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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类的原始认知边界被 GAI 的生成内容打破,不
断扩展和激发人类认知能力,形成意想不到的创造

性灵感,GAI 在此扮演着认知“催化剂”的角色。
情境可供性则强调 GAI 在动态情境中调整生

成逻辑和操作路径的能力,使得 GAI 感知场景的变

化,并在动态环境中生成出情境化的多元成果。 与

交互可供性中的反馈调整机制不同,情境可供性依

赖于情境的自动感知和自适应生成,确保其生成的

内容与特定情境的语境需求相匹配。 尤其是赋予

GAI 在未预设的环境中生成前所未见的创新成果能

力。 例如,在新材料研发和分子生成模型中,GAI 能

够在未预设的环境中生成全新的化学分子结构,成
为新药物的潜在候选物,为材料创新和药物发现提

供了创造性的技术支持。
总之,GAI 的主体性通过其交互性、自主性和创

造性特征,在与人类的互动中不断激发出新的行动

潜力和创新路径。 不仅增强了人类的创造力,还推

动了多个领域的技术进步和科学突破,为社会经济

发展带来了广泛的积极效应。

表 1　 可供性视角下 GAI 主体性的积极效应

Table 1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GAI agency from an affordance perspective

主体性 可供性的关键维度 GAI 主体性的积极效应

交互性 感知可供性 + 交互可供性 灵活性增强、协作性提升和创造性激发等,特别是在复杂任务求解和动态环境适应中表现突出

自主性 操作可供性 + 情境可供性 操作独立性、情境适配性和自我创新性,为人机协作和问题求解提供了高效的解决方案

创造性 交互可供性 + 情境可供性 生成内容的多样化、灵感的突变性激发和未知领域的创造性突破

1. 3　 GAI 主体性的消极效应:信任视角

GAI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成效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人机信任 [22] 。 信任是在无法完全监控或控

制对方行为的情况下,基于对他方会履行特定重要

行动的预期,而愿意使自己处于脆弱状态的心理倾

向 [3] 。 信任可以区分为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前者

基于受信方能力、可靠性和情境特征的理性评估,即
用户依赖对人工智能的胜任力、稳定性和一致性的

判断来建立信任 [23] ;而后者则源于情感的影响,即
用户对人工智能的情绪性依赖和情感安全感的认

同 [24] 。 在 GAI 应用场景中,人机信任建立面临更大

的挑战。 与基于明确规则的传统算法不同,GAI 依

赖于深度学习的概率模型和大规模的参数权重调

整,导致其生成内容和路径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此

外,GAI 的决策过程往往是“黑箱化”的,即多层神

经网络的内部机制不透明,使得人类无法追踪或理

解人工智能的决策依据 [2] 。 本文认为,GAI 主体性

带来的消极效应包括交互性引发的不透明度、自主

性引致的失控感以及创造性导致的责任归属模糊。
(1)GAI 主体性的交互性引发不透明度问题

GAI 主体性的交互性虽赋予动态调整和路径生

成的灵活性,但也加剧了不透明度 [25] 。 具体地,交
互性通过路径调整的动态性、多轮反馈的迭代和个

性化学习的隐蔽性三种机制,放大了人工智能系统

的“黑箱效应”,进而削弱了 GAI 的信任感。

一是路径调整的动态性。 在人类与 GAI 的交

互过程中,GAI 的生成路径是动态重组和自我调整

的,而非固定的线性决策链。 这一过程依赖于深度

学习的概率采样和语境关联机制,每一轮交互中,人
工智能都会对生成的分支路径进行重采样和优化,
最终输出的是多种可能性中的“最优路径”。 然而,
人类无法看到路径的分支和中间状态,只能观察到

输入提示和最终输出,使得路径生成的逻辑既不可

见也不透明 [26] 。 二是多轮反馈的迭代。 GAI 交互

的每一轮反馈都会促使 GAI 对其激活状态、语境依

赖和路径选择进行非线性、累积性的调整。 在此过

程中,路径的分叉和突变难以追溯,即使是开发者也

难以解释 GAI 在第 N 轮生成中为何出现语境的变

化,从而加剧了路径的不确定性和不透明度。 三是

个性化学习的隐蔽性。 在多轮交互中,GAI 会隐式

捕捉用户偏好,并在后续的生成路径中嵌入个性化

的调整机制,使 GAI 的行为逐渐与用户的交互历史

相关联。 个性化路径的调整过程通常未被明确展

示,用户无法知晓 GAI 是如何识别和运用偏好。 这

种隐藏的路径变动和个性化调整的不可见性,进一

步加剧了 GAI 生成机制的不透明度。
(2)GAI 主体性的自主性引致人类失控感

GAI 主体性的自主性在赋予人工智能独立决策

的同时,也引致人类的失控感,其根源主要在于认知

适配错位和行为的不可预测性。 一方面,认知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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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是 GAI 的生成逻辑与人类认知期望不一致,导
致人类对 GAI 行为的预期与实际结果之间产生不

匹配的认知冲突 [27] 。 GAI 的生成路径并不遵循线

性因果逻辑,而是基于大规模参数优化和深度神经

网络的路径采样机制,其决策依据对人类不可见,生
成路径也不可追溯 [28] 。 这一特性使得用户的输入

指令和大模型输出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变得模糊不

清。 当 GAI 结果不符合人类预期时,人类会意识到

自己无法控制人工智能的行为路径和生成依据,这
种认知不适配会显著增强失控感,从而削弱人类对

GAI 的信任。
另一方面,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即在相同输入条

件下,GAI 输出结果可能存在不一致性。 与传统的

规则驱动型系统不同,GAI 行为不受固定逻辑的约

束,而 是 依 赖 于 概 率 建 模 和 高 维 特 征 的 动 态 调

整 [29] 。 这意味着,大模型的输出不仅受到输入指令

的影响,还受到上下文、模型内部权重的细微变化和

多轮交互中的语境偏移的共同制约。 在高风险场景

中,这种不可预测性会直接威胁人类的安全感。 例

如,在自动驾驶系统中,如果车辆的行为超出用户的

认知预期(如突然减速或变道),用户会立刻感受到

控制权的丧失。
(3)GAI 主体性的创造性模糊责任归属边界

GAI 主体性的创造性使其具备在未知或未定义

的任务中展现出超越预期的潜力。 然而,创造性也

模糊了责任归属边界,尤其当 GAI 的自主行为引发

伦理争议时,责任主体不明和责任归因困难是导致

信任缺失的主要因素。 一方面,GAI 的创造性模糊

责任主体归属。 在路径不可见、决策不可解释的

GAI 应用情境中,传统的责任链条被打断,责任边界

不再清晰,容易陷入多主体分散的责任困境。 用户

的追责路径被迫在多主体之间反复跳转,由此降低

了对 GAI 的信任感。 另一方面,GAI 的创造性导致

责任归因困难。 信任建立依赖于清晰的责任归因逻

辑,即“行为 - 后果 - 责任”的线性关系,但在 GAI
情境中,责任主体不明导致责任归因困难加剧,促使

用户对人工智能的信任体系日益崩塌。 例如,澎湃

新闻曾报道,人工智能技术的某些特征影响了责任

和问责概念,可能会造成责任缺口:因为人工智能会

自我发展,并非每一步都是人为设定,开发人员会宣

传自己不对其负责任,这就把伤害患者的风险全都

加在离人工智能更近的医护工作者身上,这是不合

理的。

2　 GAI 主体性的三对矛盾张力及其后果

在 GAI 主体性的发展过程中,交互性、自主性

和创造性三大特征为其带来了强大的生成能力和创

新潜力,但也引发了系统风险和信任危机。 这些特

征之间的内在冲突,形成了三组关键的矛盾张力关

系,分别是“交互 - 透明”张力、“自主 - 可控”张力

和“创造 - 责任归属”张力,以及由此引发的黑箱焦

虑、失控信任和责任悬置后果。
2. 1　 “交互 -透明”张力与黑箱焦虑

GAI 的“交互 - 透明”张力源于高交互灵活性

与低透明生成路径间的矛盾。 首先,高交互性为人

类提供了更大的灵活度与创造空间。 GAI 会随着用

户输入的变化而不断自我学习、快速适应并拓展可

能的路径。 这种灵活性让用户的需求和想法能够在

实时反馈下得到充分回应,增强了人机协同创造的

潜力,激发出更多元化的内容表达与思路碰撞 [30] 。
然而,这种交互优势的对立面,是路径逻辑与生成机

理上的低透明度。 当 GAI 在多轮互动中持续动态

调整内部结构、扩展路径分支时,多半对用户不可见

且难以追溯。 结果是,用户尽管感受到交互带来的

即时回应与丰富变化,却难以理解系统背后的决策

依据和生成脉络。 “黑箱”的存在让用户在面对不

断变动的内容和不可预知的结果时,产生了一种信

息不对称和内容不透明的焦虑感,削弱用户对系统

的信任 [25] 。
总之,GAI 在其交互过程中迸发出灵活、高效和

创造力迭代的优势,但这些高度互动的优点却与透

明度降低的隐忧相冲突,从而形成“交互 - 透明”张

力。 如何在保持灵活、协作及创造性收益的同时,减
少用户因黑箱而生的不安感和不信任感,成为亟待

解决的核心挑战。
2. 2　 “自主 -可控”张力与失控信任

GAI 的“自主 - 可控”张力源于高度自主决策

能力与外部可控感不足之间的矛盾。 理想状态下,
GAI 的自主性表现为其无需持续的人类指令输入便

可自动化运行,通过自主感知与判断,以接近实时的

方式处理复杂信息、识别多样化问题并制定相应的

解决策略 [18] 。 在此过程中,系统的独立性不仅有效

减轻了人类在繁琐决策与重复劳动上的压力,而且

使人类得以将心力投向更具战略意义、创造潜能与

价值导向的活动。 同时,这种自主机制还为系统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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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不需依赖外部明确

指令便能及时调整路径与逻辑。 更重要的是,GAI
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情境或复杂难题时,能够借助自

我创新和路径探索,在既定范式外发现潜在解法,为
人机协同创造出不受既往经验与惯例束缚的全新可

能性。
然而,GAI 的可控感日趋削弱 [31] 。 当 GAI 的决

策逻辑和演化轨迹无法被清晰追溯,更无从事先加

以预判或控制时,系统有可能在非预期的方向偏离,
从而产生了潜在的“失控”困境。 此时,人类在享有

高自主性所带来的效率与创新红利的同时,不可避

免地对潜在失控的局面产生疑虑和不安。 由此,
“自主 - 可控”张力形成了另一层面的人机信任难

题:如何在确保人工智能的自适应与自我创新的前

提下,维护决策过程的可控感和可预测性,使自主优

势不至于因不受控的隐忧而削弱其应有价值。
2. 3　 “创造 -责任归属”张力与责任悬置

GAI 的“创造 - 责任归属”张力源于其高度创

造潜能与责任分配模糊之间的矛盾。 GAI 能够突破

人类有限理性的约束 [32] ,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潜在关

联进行深度挖掘与动态重构,为决策、创新等管理实

践注入全新思路与方案。 然而,随着自主性和创造

性的提升,责任分配的明确性却未能同步提升,进而

在创造性与责任归属之间形成不对称性,即创造性

越强,责任归属越复杂。 当多主体参与的创新成果

引发歧视、决策偏误或社会损害时,责任链条难以回

溯至单一主体,传统的法律与伦理框架亦难以适

用 [33] 。 应由研发团队、数据提供方、管理者还是整

个利益相关方承担相应责任? 此类难题为技术治理

与政策制定带来严峻挑战,也使用户在面对创新成

果时的信任基础愈趋脆弱。
基于上述现实,“创造 - 责任归属”张力的直接

后果是“责任悬置”现象的出现。 当创造性成果出

现偏差或引发不良后果却无从迅速明确责任主体

时,责任分配便处于空转状态,亟需构建 GAI 管控

与问责机制建设。

3　 GAI 主体性的矛盾管理

社会技术系统理论认为,技术与社会并非分离

运行的独立要素,而是将技术实践、组织制度、社会

期望等视为相互作用的整体 [34] 。 因此,“交互 - 透

明”“自主 - 可控”与“创造 - 责任归属”张力的形成

与演化,不仅源于系统内在的技术特质和算法逻辑,
也深嵌于人机协作的结构安排、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关系以及社会规范的动态变迁。 鉴于此,本文尝试

从技术和社会两个层面化解 GAI 主体性引致的多

元矛盾。
3. 1　 “交互 -透明”张力解决:可解释性 AI 与知识

中介机制

“交互 - 透明”张力的解决在于通过技术路径

和社会路径的协同作用,实现技术透明度、用户信任

和交互效率的综合平衡。 可解释性 AI 和知识中介

机制是两个关键的实现手段。 技术路径方面,可解

释性 AI 通过内生可解释性和外生可解释性的技术

手段,使得人工智能的生成逻辑透明化。 内生可解

释性是在模型架构设计中嵌入可解释的生成路径,
例如,用户可以通过生成日志系统等可视化痕迹直

观追溯 GAI 的生成路径、模型版本、关键操作节点

等。 外生可解释性则是通过外部解释系统对生成内

容进行解释,利用先进工具对生成的内容和逻辑路

径进行标注和分解,帮助用户了解 GAI 的生成决策

逻辑。 通过内生与外生的双重路径,GAI 的 “黑箱

式”生成逻辑变成了透明的生成路径,从而增强用

户的信任感和控制感。
社会路径方面,交互透明度的实现并不完全依

赖 GAI 自身的技术调整,而是通过引入知识中介机

制,在用户与 GAI 之间构建一套“解释 - 反馈 - 控

制”的中介系统。 知识中介机制分为自动化中介系

统和人类中介者。 自动化中介系统通过中介解释接

口,将 GAI 生成逻辑和决策路径符号化,使复杂的

技术术语转化为用户可理解的自然语言描述。 在高

风险场景中,知识中介机制还需要引入人类中介者,
即解释责任人或算法解释专家。 这些人类中介者的

职责是对 GAI 生成的复杂报告进行解读,向最终用

户提供简明的解释,确保用户在操作过程中拥有知

情权和反馈权。 这种“中介 - 用户 - 人工智能”三

方互动的协同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 “交互 -
透明”张力,为人机协作的透明交互提供了技术支

持和社会保障。
3. 2　 “自主 - 可控”张力解决:参与式设计与反馈

机制

“自主 - 可控”张力的解决可以通过参与式设

计和反馈机制双重路径,在人工智能生成过程中引

入人类的控制权和动态干预权,从而实现可控的自

主性。 在技术路径上,参与式设计的核心思想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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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控制生成规则,动态干预生成路径,并对结果进行

反馈和调整。 首先,参数可调节的用户控制面板是

实现参与式设计的关键手段,用户可在 GAI 生成内

容前设定生成的风格、输出长度和情感倾向等,确保

生成结果满足个性化需求。 其次,多轮生成反馈机

制的引入使用户拥有对中间生成结果的介入权。
GAI 在生成内容的中途会展示部分生成结果,用户

可在中途标注、调整或删除不满意的部分,GAI 根据

反馈重新生成,确保最终的输出内容符合用户的偏

好。 这种多轮交互机制,使生成的每一步都在用户

控制范围内,避免生成结果失控。 反馈机制的闭环

设计通过将反馈输入到动态学习模块中,形成交互

式学习反馈闭环。 在即时反馈层面,用户可通过

“喜欢 / 不喜欢”按钮对生成结果进行评价,系统根

据反馈进行快速修正,生成新的输出。 在长期反馈

层面,反馈数据被存储并汇入 GAI 的后台数据库,
模型根据反馈进行数据迭代和行为调整,确保未来

生成路径更符合预期。
社会路径方面,反馈机制能够实现人机协作的

共治机制和控制权的多方分配。 GAI 的控制权分配

呈现为用户微观控制、平台中观调节和社会宏观治

理的多维共治结构。 用户层面,反馈机制赋予用户

操作控制权,不仅增强了用户控制感,也在一定程度

上防止 GAI 的自主失控。 在平台层面,反馈机制的

引入使平台在人工智能的控制权分配中扮演了内容

审核者和边界守护者的角色,包括生成边界的约束、
敏感内容的检测和风险生成的复审等。 平台通过这

种“反馈 - 审核 - 再学习”的闭环路径,确保 GAI 的

行为始终在风险边界内运行,避免失控生成带来的

社会风险。 社会层面,反馈机制的引入则促成了多

方共治的宏观治理体系。 法律监管机构、行业标准

和社会公众的反馈对人工智能的控制边界和生成路

径施加了外部约束。
3. 3　 “创造 - 责任归属”张力解决:责任共享与问

责机制

“创造 - 责任归属”张力的解决在于通过责任

共享与问责机制的双重嵌入,明确人类与 GAI 的责

任边界,建立一套可追溯、可追责的责任划分和约束

体系。 在责任共享机制中,通过责任标签、生成溯源

和多方责任划定来界定责任。 责任标签机制是将人

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标注,以便在事后明确生成

内容的责任来源。 生成溯源机制在于通过责任日志

系统,将生成过程中的关键操作全部记录下来,形成

一个生成过程的可追溯档案。 当 GAI 生成结果涉

及违规时,平台方可通过溯源日志,划定各方责任,
如平台责任、用户责任和开发者责任。 平台责任聚

焦于内容监管和边界约束,用户责任则体现于用户

输入的提示词和生成请求,开发者责任则确保 GAI
的生成逻辑符合伦理标准和社会规范。 在问责机制

中,通过内部责任审查系统和外部法律问责制度,确
保违规生成内容的责任方能够被问责。 前者指平台

内部的审核流程和责任识别系统,实现内容的自动

检测和风险预警。 后者则通过法律规范和监管制

度,确保 GAI 责任归属在法律层面得以明确。

图 2　 GAI 主体性的张力及解决机制

Figure 2　 Tensions of GAI agency and resolution mechanisms

4　 结 　 语

GAI 的主体性以交互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为特

征,既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技术可供性,
也因其不可解释的交互逻辑、不可控的自主生成和

不明确的责任边界引发诸多信任危机。 这些特征在

实践中演化为“交互 - 透明”“自主 - 可控”和“创造

- 责任归属”三大张力,对应黑箱焦虑、失控信任和

责任悬置的典型后果。 张力生成不仅源于技术系统

的内在逻辑,更深嵌于人机协作结构、利益相关者互

动和社会规范变迁的复杂关系中。 基于社会技术系

统理论视角,本文提出应对 GAI 主体性张力的系统

性管理框架,从技术和社会路径的协同视角提出三

种应对策略。 针对“交互 - 透明”张力,通过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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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AI 和知识中介机制的双重路径,使 GAI 的生成

逻辑透明化和可追溯化,提升用户的知情权和控制

感;针对“自主 - 可控”张力,依托参与式设计和反

馈机制,通过用户的前置控制和动态介入,使用户在

生成过程中的角色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共创参

与者”,同时通过多方共治的风险预警和反馈系统,
将平台、开发者与用户的控制权进行动态分配;针对

“创造 - 责任归属” 张力,依托责任共享与问责机

制,通过形成责任标注、溯源日志和责任复议机制,
实现用户、平台和开发者在生成内容中的责任划定

和问责清晰,确保生成风险的可控感和责任的可追

溯性。 由此,GAI 的技术创新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类

共同利益,实现技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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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ing agency tensions and governance i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YAN Lu - lu1, CHENG Cong1, GUO Chang - wei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 has becom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socio - economic fabric of human society, and
its growing agency has emerged as a focal point of both theoretical debate and practical concern. On the one hand, GAI increasingly ex-
hibits capabilities traditionally regarded as uniquely human, including interactive intelligence,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creative expres-
si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enhance GAI’ s functionality but also open new avenues for augmenting human cogni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generative processes of GAI are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factual inaccuracies, reasoning biases, and ethical dilem-
mas, leading to a fragile trust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As a result, human reliance on GAI coexists with mounting
skepticism, creating a fundamental tension between its empowering potential and the risks of technological unpredictability and moral
ambigui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question of what paradoxical tensions accompany the rise of GAI’ s agency and how these tensions may
be addressed. We first identify that GAI’ s agency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core features—interactivity, autonomy, and creativity—
each of which is enabled by distinct forms of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 Interactivity is shaped by perceptual and communicative af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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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es, autonomy by operational and situational affordances, and creativity by the interplay of interactive and situational affordances.
While these features empower GAI with remarkable generative capabilities, they simultaneously give rise to complex system - level risks
and trust challenges. Specifically, the high degree of interactivity leads to a lack of transparency in generative logic, producing a
“ black - box” effect that impedes user understanding. The rise in autonomy undermines users’ sense of control, as GAI’ s decision -
making processes and behavioral evolution become increasingly opaque and less predictable. Meanwhile, its expanding creative poten-
tial complicates the attribution of accountability, creating asymmetries in responsibility where the more novel the output, the more am-
biguous its moral and legal ownership.

These contradictions manifest in three interconnected paradoxes: the interaction - transparency paradox, wherein GAI’ s interac-
tive flexibility conflicts with the opacity of its generative mechanisms; the autonomy - controllability paradox, where heightened decision
- making independence erodes human oversight; and the creativity - accountability paradox, in which increasing innovation introduces
diffuse and deferred responsibility.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requires a shift in governance strategies: enhancing interpretability
through explainable AI and knowledge mediation, reinforcing human oversight via participatory desig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and
clarifying ethical boundaries through shared responsibility and robust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s. Only by navigating these tensions
thoughtfully can we ensure that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of GAI genuinely serve collective human interests and foster a synergis-
tic development of both technological and societal values.
Key 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 agency; affordance; trust; paradoxical 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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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nstruc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path of emerging technology risk
PANG Zhen - jing1,2, SHAO Er - xing1

(1. School of Public Adi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2. China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6, China)

Abstract: Emerging technology risks constitute a " perpetual topic"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 kind of " processual existence," it is urgent to clarify the process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emerging technology risks are establis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paradigm,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processual explanatory
framework, revealing tha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y risks involves a process of " risk generation, risk rhetoric, and
risk perception. " It also presents a derivation logic where risk states gradually " externalize, objectify, and socialize" as they connect
across the levels of " macro society, meso - subjects, and micro - individuals. " Specifically, the gener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y
risks has a clear " field" within the social system, giving rise to multiple types of risk patterns through systemic interactions. The rheto-
ric and interpret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y risks are based on the strategies of multi - subject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links, essentially representing a " discourse competition" for the power to interpret risks. The public 's perception of risks associated
with emerging technologies is a specific risk perception state formed by the interweaving of the " objective knowledge path" and the "
simplified mechanism of trust" under information stimulation. The govern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y risks urgently requires 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paradigm transcendence. From a macro - structural perspectiv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balanced logic of "
systematic equilibrium," achieving " dimensional balance" and " intensity balance" among systems. From a meso - subject perspec-
tive, it is crucial to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logic for the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subjects, forming an " expanded knowledge communi-
ty" to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of " public knowledge. " From a micro - individual perspective, it is essential to adhere to the neutrali-
zing logic of cognitive adaptation, bringing the public 's percep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y risks " back" to a non - polarized rational
space.
Key words: emerging technology risks; emerging technology governance; social construction; risk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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